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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打造“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实现数字经济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使用2023年首批28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样本数据，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数字素养通过提升企业学习吸收能力和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双重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女性管理者和地方政策感知正向调节了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学习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可深化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读，丰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可为中国中小企业通过培育管理者数字素养，加快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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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uild “professional, elaborate, special and novel” and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and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 theory, this study uses the sample data of 280 innovative SMEs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anagers’ digital literacy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nagers’ digital literacy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through the dual mechanism of improving enterprises’ learning and absorption capacity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s’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while the direct impact of managers’ digital literacy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is not significant. Manager gender and local policy perceptio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human capital upgrading and learning absorptive capacity in SMEs. The conclusions can deep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enric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MEs, and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hinese SMEs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cultivating managers’ digit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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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能否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不仅关系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还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在数字经济时代达到新的高度[1]。因此，数字化转型成为当下中小企业的现实选择和必经之路。2022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的贺信中提到，“中小企业联系千家万户，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强调了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生力军。同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印发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中，明确提出“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难点，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工程”。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中小企业的决策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的应对能力不足可能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障碍[2]。这使得企业微观基础视角逐渐兴起，相关研究开始关注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企业发展相关领域的影响，如跨界创新[3]、产品研发[4]、创业绩效[5]、员工数字能力[6]和客户关系管理[7]等方面。管理者数字素养不仅包括管理者使用数字技术和设备的能力，还涉及到一系列相关的情感、学习和认知能力，使管理者能够在数字环境中有效地使用数字工具并获取新的知识，帮助企业适应数字环境[8]。正如Garzoni等[9]研究所示，当管理者具备数字素养时，中小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将IT技术与业务体系进行融合，开发更加可靠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应用程序，实施更有效的部门沟通，创新更有价值的新产品功能。虽然管理者数字素养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已经获得广泛关注，但现有文献尚未明晰管理者数字素养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具体角色，尤其对于管理者数字素养如何影响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缺乏深度分析。
在理论上，管理者数字素养可能会通过多种机制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管理者具有更高水平的数字认知和应用能力，因而愿意承担更高的技术风险，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IT资源和数字知识存量的扩充，从而提升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推进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较高数字素养的管理者重视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关注在职员工数字技能的培训，还倾向于雇佣高数字技能员工，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持。此外，随着女性在计算科学领域的优势凸显，组织行为研究者开始关注女性高管在获取数字能力方面的表现，并发现女性管理者对数字技术采用方面具有更低的认知障碍，可能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10]。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较为依赖于当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但当前研究主要关注营商环境、融资环境、政策导向等宏观制度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管理者的制度环境感知对其战略决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分析地方政策感知在管理者数字素养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在上述理论和实践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目的是：（1）研究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2）分析管理者性别和地方政策感知对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升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3）研究学习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升级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文收集了来自中国2023年28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分析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过程。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既有文献主要关注组织资源因素、能力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鲜有研究分析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果效应。本文首次从微观视角，强调了管理者特质因素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考察了管理者数字素养是否以及如何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第二，在机制上，本文拓展和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增加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研究文献，强调学习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升级是管理者数字素养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要素和关键机制；第三，边界条件上，本文使用管理者性别特征以及地方政策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明晰管理者数字素养有效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边界条件；第四，在政策意义上，本文重点分析管理者数字素养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积极效应，对于发挥中小企业内部人力资本优势，有效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实现数字经济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1 管理者数字素养的作用结果研究
“数字素养”涉及到个体在数字环境中有效运用各种所需的认知、情感和社交等能力，而这些能力被学界统称为“21世纪能力”[11]。关于管理者数字素养的作用结果，诸多学者从员工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在员工层面，大部分学者主要研究管理者数字素养对员工能力、工作态度和员工绩效的影响。在员工能力方面，数字素养作为管理者的个体特质，促使其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培育员工IT技能方面，从而提升员工利用IT技术重塑新产品开发流程的能力[12]。在工作态度方面，拥有数字素养的管理者能够帮助员工充分预见数字技术的可能性，降低员工信息过载，让员工以积极乐观的工作态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准备[13]。除此之外，也有研究关注到员工绩效方面，并认为管理者数字素养有助于提高员工绩效[14]。
在企业层面，已有文献表明管理者数字素养的作用结果主要集中在企业数字创新、新技术引入、企业绩效和商业模式转变等方面。具体地，在企业数字创新方面，管理者数字素养可以帮助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重新配置企业和客户价值链、创新产品以及再造业务流程[15]。新技术引入方面，具有数字素养的管理者会将数字技术融入到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以便于与同事和客户实施更有效的沟通[16]。在企业绩效方面，良好的数字素养有助于管理者对企业运营生态系统进行重新调整，从而缩短产品设计、制造以及进入市场的时间花费，最终提升企业绩效[17]。在商业模式转变方面，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管理者可以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趋势产生实时反应，有利于将传统商业模型向能源成本低、数字人才多、收入水平高、供应链可持续的新商业模式转变[18]。
2.1.2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中小企业是依法设立的人员和业务规模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2]。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数字技术是一种工具，能够帮助其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市场竞争，建立更为紧密的供应商关系[19]。
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政策、能力和文化因素四个方面。在资源因素方面，由于数字化转型是组织改进的过程，需要不断输送资源以保障实施。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资源限制，因而许多中小企业仍坚持传统运营模式，这进一步加剧了与大型企业间的“数字鸿沟”，并最终体现为绩效的差距[20]。在能力因素方面，企业动态能力增加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有助于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分销渠道，对于实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21]。在政策因素方面，中小企业大都属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对市场较为敏感，因而营商环境、科研成果转化制度、政策扶持力度都会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22]。在文化因素方面，Radicic和Petković[23]发现中小企业的组织文化大都较为保守，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较低，使用流于表面，因而中小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商业价值转化率普遍较低。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组织层面）分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事实上，个体是组织成长的微观基础，组织是个体的集合，组织变革根植于个体行动[8]。因此，从微观层面研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随着组织微观基础视角研究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体因素。例如相关研究表明，由于中小企业参与业务创新的员工比例普遍高于大型企业，使得个体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作用更大[24]。换句话说，个体数字素养更可能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因素。Sousa和Rocha[25]进一步将企业内部个体数字素养区分为员工数字素养和管理者数字素养，并对二者进行了定性分析，指出员工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和管理者的积极态度可以加快企业的变革进程。
虽然国内外学者针对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拓展空间：（1）已有关于管理者数字素养影响结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数字创新、技术引入和商业模式变革等方面，鲜有文献关注到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特别地，现有研究尚未考虑中小企业特性，在管理者个体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策和实施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前提下，理解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作用。（2）现有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基于宏观层面，具体包括资源因素、政策因素、能力因素和文化因素，而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基础因素的关注却不够，且缺少定量分析，因而难以明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复杂机制。（3）有关管理者数字素养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关注不足。管理者数字素养并非是“万能的”，一方面会受到管理者个体异质性（如性别）的制约，另一方面，管理者数字素养的发挥可能消耗中小企业更多的IT资源，需要良好的地方政策环境加以扶持和引导。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需要打开管理者数字素养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
2.2  研究假设
2.2.1  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学习吸收能力

管理者数字素养代表了管理者使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所需的技能、知识和认知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受阻的情况下，管理者数字素养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迅速建立“问题-应对”机制，以适应数字环境[26]。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由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管理者难以对企业经营进行全面认知，因而管理者的个体能力、管理理念和经营偏好都会影响其行为决策[27]。因此，一方面，基于“行为-能力-结果”框架，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管理者具有良好的数字认知能力，能够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潜力和障碍具有清晰的认知，愿意承担更高水平的技术风险，推动中小企业IT资源和数字知识的扩充，从而提升中小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28]；另一方面，具备数字素养的管理者往往具有数字化思维，倾向于以数字化方式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有助于企业持续挖掘数字技术的潜力，加快数字技术与业务体系的深度融合[29]。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正相关。

2.2.2  企业学习吸收能力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学习吸收能力涉及到企业对先进知识加以判断和获取的能力，是企业应对环境挑战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30]。学习吸收能力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一方面，从创新认知视角，数字化转型兼具创新属性和组织属性，因而实施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对数字化转型背后的科学规律、关键要素和潜在风险具有充分的认知，进而寻求问题解决方案[31]。由于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较强的学习吸收能力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快速适应环境变化、明确未来战略目标、识别关键决策信息，并对自身处境做出有效诊断，最终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另一方面，具备较高水平数字素养的管理者，往往具备较强的技术背景和创新意识，可为企业带来新的技术资源，而具备较强学习吸收能力的中小企业可以及时地对管理者提供的资源进行整合、吸收和开发，最后转化为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资源要素[32]。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学习吸收能力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相关，即学习吸收能力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2.3  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人力资本升级
企业人力资本是指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通过培训和个人经历发展起来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等无形资本，而这些资本可以用来开发产品和服务创新[33]。因而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打造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高质量人才队伍的必要途径[34]。目前，企业人力资本升级通常存在两种途径：一是“选人”，即引入外部高质量人力资本，通过招聘的形式从市场中选拔与企业战略需求相匹配的员工；二是“育人”，即盘活企业内部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培训的方式提高在职员工素质和技能。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数字素养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当管理者具备数字素养时会拥有前沿知识和数字能力，有意识地提升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水平，带动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35]。本研究进一步认为，管理数字素养会通过“选人”和“育人”两种途径推动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一方面，管理者数字素养会影响中小企业的“选人”决策，创造与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劳动力需求。从企业视角，管理者数字素养代表了管理者具备使用数字技术所需的知识，有助于中小企业掌握数字技术前沿动态，降低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搜寻成本，进而打造与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人才队伍。此外，从烙印理论视角，数字素养还被视为是一种偏好和价值观，具备数字素养的管理者不仅倾向于雇佣与自身特质相近的员工，还会激发管理者对中小企业现有劳动力配置的重新调整[36]。例如，当管理者青睐人工智能技术时，会主动降低非技能型员工的需求，同时还会增加人工智能算法、人机协同、工业大数据等专职岗位。
另一方面，管理者数字素养会影响中小企业的“育人”决策，通过隐性知识传播带动在职员工的数字技能提升。管理者数字素养搭建了数字技术知识与员工之间的桥梁，管理者可以通过“传帮带”的方式将数字知识传输给员工，促进隐性知识在中小企业内部的扩散[37]。从员工视角，管理者具备数字素养还被看作是一种信号，促使员工意识到数字技能的重要性，因而迎合性地自发学习数字知识，最终实现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正相关。
2.2.4  人力资本升级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技术与知识的联合体，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有利于企业突破生产资本投入边界报酬递减效应的限制[38]。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规模呈现出“少而精”特征，专业技术员工劳动生产率更高，人力资本冗余更低[39]。因此，保持人才结构优势对于中小企业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跨越至关重要。正如Gao等[40]认为，中小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受阻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缺乏物资保障，不如说是企业内部缺乏具备数字知识、教育和技能的员工，它们是中小企业数字化变革的基础。
具体来看，人力资本升级增加了中小企业内部高技能人才的数量，而这些人才通常具备良好的数字技能，不仅具备较高的生产效率，还能帮助中小企业充分挖掘数字技术的商业潜力。这意味着，对于面临较大数字化转型压力的中小企业来说，如果不能建立以高数字技能人才为主的劳动力结构，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将会降低。已有研究表明，员工是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当中小企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产品创新时，需要员工具有足够的数字技能，以支持创新活动的持续发生 [41]。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技术密集型创新活动，从决策到实施需要高技能员工与技术的有效协同才能完成。相比低技能员工，高技能员工不仅自带“高精尖”技术，还具备更强的技术适应能力，在创新活动中更容易建立创新网络，从而加快知识的共享和转移[42]。因此，人力资本升级加速了员工作为“创新载体”的知识共享行为，推动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人力资本升级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相关，即人力资本升级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2.5  管理者性别的调节作用
由于女性在中小企业劳动力比重中越来越高，因此有必要考虑性别特征对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升级之间关系的影响。在学习吸收能力方面，与男性管理者相比，女性管理者更倾向于风险型决策，容易接受变革，愿意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扩充中小企业数字知识存量，从而提升中小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学习吸收能力[43]。另外，学习吸收能力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快速实现数字技术与业务体系的融合，提升工作的灵活性[44]。这有利于女性管理者平衡工作与家庭，反过来使女性管理者有更大的动力提升中小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因此，性别特征会调节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关系。在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研究表明，与男性管理者喜好竞争与目标导向的工具性特征不同，由于女性伦理观更加强调女性管理者的人性关怀和人际和谐特质，因而女性管理者在员工培养方面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知识分享，倾向于将自身的数字知识分享给员工和团队，以提高员工的专业程度，最终带动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45]。因此，提出假设：

H5a：管理者性别调节管理者数字素养与学习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女性管理者的调节作用比男性管理者更大。
H5b：管理者性别调节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人力资本升级之间的关系，其中，女性管理者的调节作用比男性管理者更大。
2.2.6  地方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
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存在于市场，其微观决策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46]。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就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地方政策感知是指中小企业对地方出台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的感知程度[47]。相较于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具备精准性和可操作性特征，相关制度安排及其附带的资源可以直接落实到企业[48]。中小企业只有积极响应地方政策，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市场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策具备市场“风向标”作用，可以进一步拓宽本地市场空间。因而对地方政策的精准感知有助于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IT资源和市场机会。因此，在地方政策感知水平较高的情境下，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影响会随之增强。
另外，较高城市政策感知对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基础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就是要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支持新的业务活动。在此背景下，中小企业需要制定与地方政策相匹配的人才战略，主动优化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为数字化转型奠定人力基础。此外，与数字经济或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地方政策通常会配套相应的人才引进和人员培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49]。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6a：城市政策感知正向调节管理者数字素养与学习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
H6b：城市政策感知正向调节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人力资本升级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文建立了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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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理论模型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使用中国230家创新型中小企业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采用问卷调研方法收集数据。数据收集时间区间为2023年1月至5月。在预调研阶段，随机抽取了2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预调研，利用信度和效度分析对题项进行精炼和调整，最后形成正式量表。调研启动阶段，研究团队选取北京市、黑龙江省、天津市、浙江省、上海省和广东省6个地区作为调研地点。同时，根据上述各省及直辖市政府官方网站公布的2023年首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录选择调研对象，最终确定了30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各企业均发放1份问卷。 
问卷收集的流程是：第一，研究团队与受访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高管进行访谈，了解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现有员工技能培训情况，并向其询问首席执行官（CEO）的基本情况和联系方式；第二，采用线下问卷和线上视频相结合的方式与中小企业CEO进行沟通，以开放问题为起始，中小企业CEO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表达其对数字素养、地方政策感知、人力资本升级、学习吸收能力、数字化转型的看法以及自己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角色；第三，在确保问卷匿名性和填写完整性的前提下，完成问卷的收集工作；第四，在剔除25份无效问卷后，共收回280份有效问卷。表1总结了本研究的样本特征。
表1  中小企业样本特征（N=280）
	属性
	类别
	样本数
	百分比

	所属行业
	新能源行业
	50
	17.857%

	
	石油化工行业
	64
	22.857%

	
	装备制造行业
	66
	23.571%

	
	生物医药行业
	38
	13.571%

	
	电商零售行业
	41
	14.642%

	
	信息服务行业
	21
	7.500%

	企业规模
	＜50人
	97
	34.642%

	
	50~100人
	102
	36.429%

	
	101~250人
	81
	28.929%

	管理者年龄
	＜30
	121
	43.214%

	
	30~40
	137
	48.929%

	
	＞40
	22
	7.857%

	管理者性别
	男
	181
	64.643%

	
	女
	99
	35.357%

	管理者学历
	高中及以下
	4
	1.429%

	
	专科
	68
	24.289%

	
	本科
	159
	56.786%

	
	硕士及以上
	49
	17.500%


4.2  变量测量
本文题项均改编自现有文献。所有题项均采用7分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7分李克特量表为受访者答题提供较大的灵活性和准确性，以帮助他们充分描述他们的观点，因而与5分李克特量表相比，允许更多的偏度。
（1）管理者数字素养。借鉴Zahoor等[8]的量表，将管理者数字素养确定为信息素养、互动与协作、数字内容创造、安全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5个构念，由该5个构念联合解释管理者数字素养。具体来说，信息素养采用“我对浏览、搜索和过滤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很有信心”和“我对评估数据、信息和数字内容很有信心”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s (系数为0. 881，CR值为0.881，AVE值为0.723；互动与协作采用“我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交流”和“我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合作”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915，CR值为0.916，AVE值为0.713；数字内容创造采用“我可以创造数字内容”和“我可以整合和再造数字内容” 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887，CR值为0.886，AVE值为0.703；安全意识采用“我可以意识到保护个人资料和隐私的重要性”和“我可以意识到保护数字设备的重要性”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917，CR值为0.917，AVE值为0.707；问题解决能力采用“我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和“我能够创造性的使用数字技术” 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931，CR值为0.932，AVE值为0.765。
（2）学习吸收能力。借鉴吕潮林等[50]开发的量表，采用“我们的企业可以迅速的消化和吸收新知识”“我们的企业对市场新变化可以及时跟进”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917，CR值为0.904，AVE值为0.625。
（3）人力资本升级。借鉴Pasban和Nojedeh[51]开发的量表，采用“为了推动数字化转型，我们招募了许多具备数字技能的员工”和“为了推动数字化转型，我们帮助现有员工制定了培训和发展计划”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922，CR值为0.922，AVE值为0.721。
（4）数字化转型。借鉴Li和Su[52]的量表，采用“数字技术使我们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数字化业务转型日益渗透到我们企业的各个领域”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9215，CR值为0.927，AVE值为0.611。
（5）地方政策感知。借鉴余菲菲和蒋庆[47]的量表，采用“地方政府会在我们企业开发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提供技术、资金和人员培训服务”和“地方政府会引导我们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等3个题项进行施测，Cronbach’ s (系数为0. 943，CR值为0.943，AVE值为0.731。
（6）管理者性别。管理者性别作为虚拟变量进行测量，按男性=0，女性=1进行评估。
（7）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对可能影响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其他因素进行了控制。选取管理者的年龄、学历以及企业的规模（员工数量）、所属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管理者学历按照高中=1，专科=2，本科=3，研究生=4进行测量；所属行业分为六大类，包括新能源、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商零售和信息服务[8,27]；为了纠正偏度，对企业规模取自然对数。
4.4  偏差估计
本文根据调研先后顺序将整体样本分为两组，用来评估无应答偏差问题。随后，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性别的t值为-1.329（p=0.148），学历的t值为0.962（p=0.395），年龄的t值为-1.016（p=0.306），所属行业的t值为-0.873（p=0.446），企业规模的t值为0.933（p=0.357），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无应答偏差问题对本文实证没有影响。
5  研究结果
5.1  效度检验
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横断面样本，因而需要验证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具体来说，本文使用SPSS25.0软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最大似然估计方法验证了六个备选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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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未超过5；CFI值=0.987，NFI值=0.947，均高于0.9；模型适配度指标SRMR值=0.034，低于0.05标准值，RMSEA值=0.054，低于0.08的可接受值。可见，模型6各项指标均满足要求，且相较于其他备选模型效果更好。此外，本文在六因子模型中增加了“方法因子”，建立七因子模型。对比五因子和六因子模型可知，CFI值和NFI值均未增高，而SRMR值和RMSEA值分别降低0.013和0.005。可见，模型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本文通过比较各变量的AVE值和相关系数，进一步衡量了区分效度，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每对构念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其AVE值的平方根，验证了区分效度。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

	模型
	所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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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SEA
	SRMR
	CFI
	NFI

	单因子
	MDL+ HCU+ DC + DT+ MG+ GPL
	6.165
	0.126
	0.190
	0.697
	0.32

	二因子
	MDL+ HCU+ DC + DT+ MG，GPL
	5.537
	0.120
	0.180
	0.976
	0.953

	三因子
	MDL+ HCU+ DC + DT，MG，GPL
	5.432
	0.114
	0.140
	0.734
	0.700

	四因子
	MDL+ HCU+ DC，DT，MG，GPL
	4.879
	0.079
	0.130
	0.920
	0.910

	五因子
	MDL+ HCU，DC，DT，MG，GPL
	3.257
	0.061
	0.126
	0.816
	0.794

	六因子
	MDL，HCU，DC，DT，MG，GPL
	1.972
	0.054
	0.034
	0.987
	0.947

	七因子
	六因子模型+方法因子
	1.793
	0.049
	0.021
	0.956
	0.950


注：MDL-管理者数字素养，HCU-人力资本升级，DC-消化吸收能力，DT-数字化转型，MG-管理者性别，GPL-地方政策感知。
表3  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和效度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信息素养
	5.171
	0.312
	（0.803）
	
	
	
	
	
	
	
	
	

	2.交互与协作
	5.100
	1.431
	0.200*
	（0.711）
	
	
	
	
	
	
	
	

	3.数字内容创造
	4.434
	1.557
	0.311***
	0.188*
	（0.825）
	
	
	
	
	
	
	

	4.安全意识
	5.262
	1.333
	0.364*
	0.231*
	0.200*
	（0.867）
	
	
	
	
	
	

	5.问题解决能力
	5.151
	1.476
	0.183*
	0.308*
	0.223*
	0.293*
	（0.788）
	
	
	
	
	

	6.人力资本升级
	4.324
	1.318
	0.205*
	0.212***
	0.107
	0.264
	0.176**
	（0.735）
	
	
	
	

	7.消化吸收能力
	5.053
	1.424
	0.332***
	0.146
	0.184*
	0.195
	0.103
	0.106*
	（0.876）
	
	
	

	8.性别
	0.172
	0.377
	0.081
	0.183*
	0.127
	0.154
	0.198*
	0.113*
	0.191*
	1
	
	

	9.地方政策感知
	5.355
	0.745
	1.102***
	0.175
	0.286
	0.087***
	0.097
	0.107**
	0.206
	-0.019
	（0.776）
	

	10.数字化转型
	4.711
	1.534
	0.215**
	-0.123
	0.166
	0.087
	0.100
	0.315***
	0.412**
	0.156
	0.611
	（0.802）


注：* P < 0.05；**P < 0.01；***P < 0.001；对角括号内为AVE平方根。
5.2  模型估计
使用SPSS25.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假设，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采用层次回归方法，逐步将自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引入模型中；其次，创建两个交互项：“数字素养×管理者性别”和“数字素养×地方政策感知”，并对交互变量进行了均值中心化处理；最后，进行VIF检验，结果显示，每个构念的VIF值范围从1.040到1.614，远低于临界值5，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学习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升级
	
	数字化转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数字素养
	0.241***（2.988）
	0.214**（2.055）
	
	
	
	0.082（0.973）

	学习吸收能力
	
	
	
	0.325**（3.153）
	
	

	人力资本升级
	
	
	
	
	0.300**（4.082）
	

	性别
	
	
	
	
	
	

	地方政策感知
	
	
	
	
	
	

	企业规模
	0.700**（8.246）
	0.422**（4.179）
	
	0.035**（5.091）
	0.076*（7.263）
	0.081*（5.732）

	企业年龄
	0.123*（4.173）
	0.167*（5.157）
	
	0.186*（5.836）
	0.184**（6.071）
	0.157*（2.112）

	所属行业
	-0.061（-0.623）
	-0.062（-1.467）
	
	-0.129（-1.589）
	-0.098（-1.326）
	-0.041（0.653）

	管理者年龄
	-0.069（-0.682）
	-0.089（-0.784）
	
	-0.107（-1.073）
	-0.179（-2.715）
	-0.042（0.654）

	管理者学历
	0.038*（0.656）
	0.032*（0.685）
	
	0.056*（0.731）
	0.041*（0.821）
	0.085*（0.793）

	样本量
	280
	280
	
	280
	280
	280

	调整后R2
	0.410
	0.191
	
	0.226
	0.300
	0.475

	F值
	3.375***
	6.222***
	
	15.576***
	9.867***
	7.235***


注：同表3。
    （1）学习吸收能力机制
为进一步检验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即管理者数字素养是否通过提升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推进数字化转型，进而验证假设1-2。
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影响。由模型1可知，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正相关且显著（(=0.241；p<0.001），这一结果支持了Santoso等[15]的研究，即具备高数字素养的管理者具备先进的数字知识和创新意识，可以提高中小企业的IT资源和数字知识存量，从而提升中小企业的学习吸收能力，假设1成立。
学习吸收能力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由模型3可知，学习吸收能力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0.325；p<0.01），这一结果与张慧和黄群慧[27]的研究一致。说明学习吸收能力可以提升中小企业对IT资源和知识的整合、消化、吸收和运用能力，从而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知识和资源基础。综上，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假设2成立。
（2）人力资本升级机制
为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升级视角检验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进而验证假设3-4。
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由模型2可知，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214；p<0.01），说明具备数字素养的管理者倾向于积极优化中小企业人才结构，为中小企业战略转型提供人力支持，假设3成立。
人力资本升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由模型4可知，人力资本升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0.300；p<0.01），这一结果与董念念和王雪莉[37]的研究一致。说明人力资本升级可以提高中小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内部分工深度和生产效率，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综上，管理者数字素养通过促进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即，人力资本升级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假设4成立。
此外，为进一步确定学习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中介效应，本文对模型5进行了估计。由模型5可知，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是由学习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升级两种机制完全中介的。
（3）管理者性别和地方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验证管理者性别和地方政府感知的调节效应，模型6、模型7、模型8和模型9分别在模型1和模型2基础上加入管理者性别和地方政策感知两个变量，以及“数字素养×性别”和“数字素养×地方政策感知”两个交互项。表5总结了估计结果。
表5  管理者性别和地方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学习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升级
	学习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升级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数字素养
	0.234***（2.737）
	0.279***（2.893）
	0.279***（2.893）
	0.367***（5.476）

	性别
	0.022*（0.272）
	0.025*（0.293）
	
	

	地方政策感知
	
	
	0.152*（2.024）
	0.257*（4.032）

	数字素养× 性别
	0.068**（0.756）
	0.075*（0.896）
	
	

	数字素养× 地方政策感知
	
	
	0.049**（0.648）
	0.037**（0.735）

	企业规模
	0.078**（3.563）
	0.074（2.376）
	0.068（3.762）
	0.071（2.519）

	企业年龄
	0.311（2.771）
	0.359（2.896）
	0.297（3.062）
	0.417（3.274）

	所属行业
	-0.138*（0.675）
	-0.074*（-0.679）
	-0.095*（-0.783）
	-0.081*（-0.782）

	管理者年龄
	-0.047（-0.116）
	-0.078（-0.138）
	-0.056（-0.157）
	-0.069（-0.278）

	管理者学历
	0.046*（0.564）
	0.066*（0.538）
	0.051*（0.565）
	0.076*（0.611）

	样本量
	280
	280
	280
	280

	调整后R2
	0.578
	0.476
	0.615
	0.495

	F值
	4.376***
	7.256***
	6.732***
	7.138***


注：同表3。
性别对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模型6的估计结果显示，管理者数字素养与性别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0.068；p<0.01），这一结果支持了刘丹等[53]关于女性高管在技术感知方面更具优势的观点。说明相比男性管理者，女性管理者出于家庭-工作平衡的目的，更倾向于利用自身的数字知识和技能帮助中小企业提升学习吸收能力，以提高工作灵活性。因此，假设5a得到支持。
性别对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人力资本升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由模型7可知，管理者数字素养与性别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0.075；p<0.05），说明相比男性管理者，女性管理者更愿意分享数字知识和促成协作，因而更倾向于改进中小企业现有人力资本结构，以匹配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假设5b得到支持。
地方政策感知对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模型8的估计结果显示，管理者数字素养与地方政策感知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0.049；p<0.01），说明在高水平地方政策感知下，中小企业会不断挖掘政策利好信息，并将其转为为市场资源和学习机会，这一过程会增强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积极作用，假设6a得到支持。
地方政策感知对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人力资本升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由模型9可知，管理者数字素养与地方政策感知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0.037；p<0.01），说明地方政策不仅为中小企业员工培训计划提供资源支持，还可以产生区域人才集聚效应，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管理者会抓住政策机遇，吸纳更多的数字人才，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假设6b得到验证。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旨在研究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分析了学习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升级的中介效应，以及管理者性别和地方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正相关，这说明管理者数字素养内含的数字知识与技能是提升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关键驱动力；第二，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正相关，这说明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管理者重视发展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人才队伍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第三，学习吸收能力和人力资本升级共同中介了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表明提升学习吸收能力和促进人力资本升级是管理者数字素养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机制。第四，性别特征调节了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升级之间的关系，表明相比男性高管，女性管理者在发挥数字素养效能，推动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升级方面更具优势；第五，地方政策感知调节了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中小企业学习吸收能力、人力资本升级之间的关系，表明地方政府的精准支持以及管理者积极响应是管理者数字素养发挥积极作用的边界条件和重要前提。
6.2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学界主要关注技术因素、资源因素和政策因素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而对于管理者个体因素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较为缺乏。作为中小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的态度和认知决定了中小企业能否顺利实施数字化转型。本研究拓展了管理者数字素养结果变量的探索，立足于中小企业实践，验证了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第二，从不同理论视角探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周卫华等[13]和张昆贤，陈晓蓉[36]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采用了动态能力和烙印理论等，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本文构建了管理者数字素养通过人力资本升级和学习吸收能力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双重中介模型，深化了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机制的理解。第三，本研究深化了管理者数字素养发挥作用依存条件的认识，虽然张慧和黄群慧[27]以及张新[22]等已经考察了管理者素养的作用，但并没有揭示管理者数字素养有效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边界条件。本研究补充了两种条件，即管理者性别和地方政策感知是管理者数字素养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6.3  政策启示
本研究丰富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揭示了管理者数字素养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并深化了现有研究对管理者数字素养发挥积极效应的边界条件的认知。本研究基于微观视角，对拓展管理者个体特质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中小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具备数字素养的管理者作为高级人力资本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中小企业仅开发组织资源和能力不足以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挑战。因此，中小企业应积极开展管理者数字技能培训，或选拔具备较高数字素养的管理者参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以提升管理者的数字胜任力。第二，中小企业要考虑高管团队的性别多样性，为女性管理者提供畅通的晋升通道，从而充分发挥女性管理者数字素养效能；第三，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做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根据辖区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困难，针对性地出台支持政策，尤其对于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深化中小企业融资对接体系，着力解决中小企业“不会转”“不想转”“不敢转”问题。对于中小企业管理者而言，应对地方政策进行充分解读，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挖掘市场机会，最大程度发挥政策优势，全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战略。
6.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横断面数据，未来可以考虑分析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如探索、准备和实施阶段）的纵向影响；其次，本研究仅考虑了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因素，未来可能分析其他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例如，能够提升管理者利用和探索IT能力的行为整合因素[54]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管理者经历和数字化转型经验在其中的调节作用[55]；最后，本研究使用了来自于中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数据，研究结论可能仅局限于中国背景，未来将引入不同国家背景的中小企业样本，进行对比分析，以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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